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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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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的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国家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和发展引擎，创新创

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评估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城市创

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同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匹配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表明：2013—2021 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均有所上涨，区域间、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显著，主要以高创业活跃度的

环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集聚效应较强，且有向周边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信息水平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活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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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一直都是全球各国促进市场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
[1,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从现阶段的中国来看，应把创业放在主体驱动地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由于我国已实现全面脱贫，现阶段最为现实的问题便是怎样去守住脱贫成果不返贫，更好地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由于

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为了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必须加速培育发展新

动能，激发整个社会面的创新创业活力。创新和创业相连一体、共生共存，创业作为创新的一项衍生与落实环节，直接影响城市

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激发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1。鼓励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可以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发展，既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新途径，又为改善民生、扩大就业提供新渠道。广泛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

力可以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进而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实现机会公平，也是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与此

同时，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巩固脱贫成果与鼓励民众创业挂钩，将创业水平作为一项省域之间、城市之间衡量经济发展状

况的关键性指标。 

创业相关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现有文献中对创业的探讨多集中在对创业成功的要素研究
[3]
、创业绩效的实现以及对经济增长

所做出的贡献
[4]
、创业环境与创业生态系统

[5]
，其中对于创业水平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城市的知识经济发展意向

[6]
、文化的

差异性
[7]
、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备度

[8]
，以及人口流动性

[9]
等能从不同维度促进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然而较少关注地理与创业水

平之间的复杂关系
[10]

。地理学领域对创业的研究起步较晚，近些年随着区域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分析创业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也

成为一项热点议题
[11]

。国外学术界将创业研究与地理因素相联系
[12]

，对创业水平空间差异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对我国开展相关

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研究对象以发达国家为主，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创业情境存在较大差异，开展基于我

国国情的相关研究非常有必要。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13]
，区域发展不均衡，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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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对外贸易情况
[14]

、知识技术水平
[15]

、金融资本存量
[16]

、创业环境
[17]

、政府支持度
[18]

和社会服务
[19]

不尽相同，而这些要素对创

业水平存在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由此导致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创业水平的分布存在空间差异。但创业水平的分布不是随机的，

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这些创业要素，尤其是管理知识和技术资源，会随着创业关联的商业活动的开展在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流动
[20]

，因此创业水平比较高的城市会带动邻近城市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集聚效应
[21]

，城市创业水平会呈现由核心高水平区域向外

扩散并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创业水平比较低的城市，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邻近城市开展创业活动
[22]

。 

国内对创业研究与地理因素的联系研究较少，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归纳阶段，对创业活动在不同城市存在哪些分布规律的

研究尚未深入。随着 2021 年全面脱贫任务的实现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提出，长江

中游城市间协同创业创新，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城市集群，那么从 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提出、扶持创业政策陆续出台，到 2020 年底我国实现全面脱贫，长江中游城市 1

创业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分布存在怎样的关联？对于长江中游城市而言创业水平的影响因素是否与

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收集整理了 2013—2021 年的相关数据，试图对长江中游城市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后文统称为“地

级市）的创业水平进行测度，并引入空间计量的工具和模型，更加深入、细化地分析各个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并在此基础

上探究造成此种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期揭示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以及创新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演变规律，为该地区

今后提高当地创业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与对策建议，对存在发展困境的区域协同创新创业以提升城市创业水平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样本数据 

选择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的 31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除了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之外，还考虑以下原因：①近几年全球创

业观察报告 2（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显示，处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属于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地

区；②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地处“长江之腰”，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

国的重点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以创新创业为协同推动长江中

游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③长江中游城市中私营企业作为创业活动的主体，近些年得到迅速发展，为当地经济增长作

出了巨大贡献；④以往的创业水平空间分布研究中，没有对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空间分布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学术领域在研究区域的创业水平时，并非仅关注创业行为，主要以创业的整体情况作为切入点，

目前对创业水平的度量主要存在两种指标：一种是从劳动力角度出发，通过自我雇佣参与创业人数
[23]

、所有权比率
[24]
来体现，但

无法反映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创业水平的变动
[22]

；第二种是从企业角度出发，通过私营企业数量、新创企业数量及密度、私营企业

创业指数（CPEA)
[25]
、全球创业观察指数（GEM)

[26]
、创业指标规划指数（EIP)

[27]
等来体现，相对而言，后者更能直观反映一个地

区的创业水平
[25]

。鉴于我国的初创企业绝大多数属于私营企业，本文选取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 指数）来衡量长江中游各地

级市的创业水平，即每万人劳动人口所拥有的私营企业数量
[25]

。该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统

计公报，以长江中游 31 个地级市 2013—2021 年的 CPEA 指数为研究对象，以近 3 年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作为私营企业数量，

采用 15～64 岁之间的人口数作为劳动人口数量，以计算该地区的创业指数
[19]

。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展现空间变量区域结构形态的重要方法，表明某些变量在分布区域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联系，其测度方法包括

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的空间自相关通常采用由 Moran 提出的空间自相关指数全局 Moran 指数来表示
[28]
。局部空间自

相关通常需要计算局部的空间统计量 LISA 值，用来描述某一个区域与其邻近区域之间的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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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参考相关文献[21,22]，使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典型形式探索分析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性，主要包括：①空间滞后模型

（SLM）用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是否对模型十分关键，导致存在溢出效应；②空间误差模型（SEM）则侧重探讨各个变

量和误差项对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③空间杜宾模型（SDM）则是在空间滞后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综合

考虑了邻近地区各个变量和邻近地区创业水平对本区域创业水平的影响。采用 3 种空间计量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随后根据分析

结果选择最适合的模型来探讨各个影响因素对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的影响。构建的相关模型如下： 

①空间滞后模型（SLM): 

②空间误差模型（SEM): 

③空间杜宾模型（SDM): 

式中：lnCPEA 为因变量，是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私营企业创业指数的对数值；lnGDP、GTI、lnPFI、lnE⁃DI、lnPAT、lnSSI、

lnITI、EXP 为自变量，分别表示经济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金融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技术资源、交通条件、信息水平、

政府支持等；α为截距项；ρ、δ是空间权重对创业指数的影响系数；W 为空间的邻接权重矩阵；βi 表示各个指标对当地创业

指数的影响系数；ε是随机扰动项；λ表示各个指标的空间误差系数；μ是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由于长江中游各地级市中没有独立的区域，采用邻接矩阵，即若两个城市间存在共同的顶点或者边界，

则认为两个城市间存在空间作用，赋值为 1；若两个城市间不存在共同的顶点或边界，则认为两个城市间不存在空间作用，赋值

为 0。 

2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总体分布特征 

通过长江中游 31 个地级市 2013—2021 年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每个地级市的 CPEA 指数在不断提高，表明长江中游城市创

业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从表 1 可以看出，2013—2021 年 CPEA 指数的平均值一直处于增长状态，2013 年各地级市平均创业指

数为 27.73，到 2021 年增长到了 36.81，增长了 0.33 倍。其中，2013—2015 年涨势迅猛，2016—2021 年仍旧持续上涨但涨幅趋

缓，也就是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提出，初始 3 年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活动开展频次较高，城市的创业水平也随之稳步提升，2015

年之后仍在增长但势头大不如前。同时，长江中游各地级市之间创业指数存在明显差距，各地创业水平的极差也呈增长趋势，虽

在 2016 年时有所降低，在这九年间极差从 52.82 增长到了 83.39，是 2013 年的 1.58 倍，表明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活动开

展状况存在差异，这种绝对差距除在 2016 年有所缩小之外，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拉大。从分析结果来看，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9 年间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表 1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均值、极差、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Tab.1 The mean,extreme value,standard deviation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CPE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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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13 和 2021 年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活动指数的排名情况（表 2），总体上看除了鄂州和天门的排名没有变动之外，

其他的市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仙桃、长沙、衡阳和常德上升明显，而黄冈、新余和娄底明显下降；新余和长沙变化较大，

其他的州市排名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013 年排名前五的城市是南昌、武汉、宜昌、襄阳、岳阳，排名最高的城市南昌（59.87）

和最低的城市天门（7.05）之间 CPEA 指数相差 8.49 倍，而 2021 年排名前五的城市是长沙、宜昌、株洲、南昌、武汉，排名最

高的长沙 CPEA 指数是排名最低的天门的 10.33 倍。由此可以看出，长江中游的各地级市之间的创业水平相对差距也很大。 

总体来讲，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日趋提高，正在向好的趋势迈进。创业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三省的省会城市及其周

边城市，以长株潭尤为突出，南昌和武汉紧随其后，其中长株潭和天门在近些年来持续呈现增长态势。 

表 2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及排序   

Tab.2 Private enterprise entrepreneurial index (CPEA)and ranking of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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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地理空间分布 

采用 ArcGIS 软件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别以区域和城市为基本单位，选取 2013 和 2021 年为时间节点，对长江中游城

市的创业水平进行等级分类。将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 5 个等级。分类

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和空间聚集现象，具体分析如下： 

为了探究长江中游城市各大区域创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划分为环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

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环鄱阳湖城市群（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武汉城市圈（黄石、鄂州、黄

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武汉），以及新春萍吉城市群（新余、宜春、萍乡、吉安）和昌襄双荆城市群（宜昌、荆

州、荆门、襄阳），共五大分区，取各地级市私营企业创业指数的平均值来衡量五大分区的创业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计算各地区的创业指数平均值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的创业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2013—2021 年，各区域

的创业指数平均值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13 年昌襄双荆城市群的创业指数最高，为 39.52，其次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

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分别为 34.04、24.34 和 23.16；新春萍吉城市群创业指数最低，为 18.69。昌襄双荆城市群是新春萍吉城市

群的 2.11 倍，是武汉城市圈的 1.71 倍，是环鄱阳湖城市群的 1.62 倍，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 1.16 倍。到 2021 年为止，环长株

潭城市群创业指数为 56.77，处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分区的最高水平，是新春萍吉城市群的 2.73 倍，是武汉城市圈的 2.19 倍，

是环鄱阳湖城市群的 1.9 倍，是昌襄双荆城市群的 1.19 倍，说明五大分区之间的创业水平差距逐渐拉大。由此可知，2013 年昌

襄双荆城市群创业水平略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但之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创业水平增长加快反而超过了昌襄双荆城市群，不同

城市之间的创新创业水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差异性演化特征。即使在全国性脱贫攻坚战略的同步提出，推动创新创业活动的

地理区域性效果亦有所不同。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生成的结果如图 1 所示，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昌襄双荆城市群作为长江中游

城市经济发展的中心，处于创业水平的较高水平区，而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受长株潭地区和其中心城市武汉、南昌经济

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的影响，其创业水平处于中高水平的区域，新春萍吉城市群的创业水平最低，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递减

的趋势。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单位的自然断点分级图（图 2）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创业水平的区域逐渐

由襄阳、南昌和武汉扩展至长沙、株洲和襄阳，其他城市的创业水平以上述城市为中心，逐渐向外围减弱，而萍乡、鹰潭、天门、

潜江、鄂州的创业活动指数虽然有在逐年上涨，但一直处于低创业水平。具体来看，2013—2021 年，长沙、株洲、襄阳的创业

水平有所提升，其创业水平一直稳居高位；湘潭、益阳、常德、衡阳、娄底这 4 个城市的创业水平亦有所提升，但一直维持中高

水平；仙桃、宜春、上饶、九江、荆门和景德镇的创业水平在后期有所提升，但仍处于中低水平；抚州和孝感创业水平先降后升，

呈“U”型趋势发展；咸宁、黄冈、荆州、黄石和吉安最为稳定，一直处于中低创业水平；新余随时间推移创业水平有所降低，

在 2021 年属低创业水平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受“脱贫攻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政策的引导，多集中在中高

活跃度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长江中游各地级市之间创业水平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经济

发展越好的城市创业水平越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业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地级市的创业活动指数较高的区域主要分

布在长江中游西部城市以及其邻近的城市；中等创业水平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城市的中部地区，创业活动指数较低的城市

则更偏向于东南部地区，可能与其地形和环境有关。由此可见，创业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对比图 2 所

列示的两张分布图可知，这些城市创业水平的变化是相伴着周边城市的变化而出现的，那么这种变化特征是否表明存在着空间

自相关的作用呢？下文进一步展开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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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21 年基于市域平均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分区创业水平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city average in 2013 and 2021 

 

图 2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ntrepreneurship level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2013 and 2021 

2.3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2.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为探讨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关联情况，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方法，利用 ArcGIS 软件计算出 2013—2021 年长

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指数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显示，除 2013 年以外，其他年份的全局莫兰指数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上均显著，

通过 Z 检验。同时，在此期间的全局莫兰指数都大于 0，最大值为 0.184，最小值为 0.115，表明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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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无论是高创业水平城市之间，还是低创业水平的城市之间，在空间上均相邻，存在聚集特征，但其最

高值仅达 0.184，说明空间相关性并不是很强。 

2.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以 2013和 2021 年为时间节点，计算这 2 个年份中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指数的 LISA 值，在 Z 检验基础上绘制莫兰散点图

和 LISA 聚类图，分析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空间分布的异质性。 

莫兰散点图包含 4 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属于高—高聚类（热点区域），表明城市自身和邻近的城市的创业水平都比较高，

城市之间的空间差异较小；第三象限属于低—低聚类（冷点区域），表明城市自身跟邻近城市的创业水平都比较低，城市之间的

空间差异也比较小，只要城市落入这两个象限就说明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从莫兰散点图可以得到，2013 年长江中游各

地级市主要位于第一象限（7个，50%），这说明 2013 年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关联性很强；而 2021 年样本点主要集

中在一、三象限，这表明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空间相关性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经过上述分析可知，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存在全局性和局部性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但不同城市之间的相关方式不尽相同，2013 年以高—高聚

集为主，而 2021 年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占主导地位。 

在计算长江中游 31 个地级市 2013 和 2021 年私营企业创业指数 LISA 值的基础上，运用 Arc⁃GIS10.5 软件生成长江中游城

市创业水平的 LISA 聚类图，以便进一步分析长江中游各城市创业水平的局部空间聚集特征。LISA 图显示，长江中游只有少部分

城市存在显著的集聚现象，具体来看，在 2013 年只有低—低聚类的类型，集中在潜江和天门，这些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较差，基

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形成了显著的低—低聚集区域；到 2021 年，出现了高—高聚类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长株潭

附近，究其原因当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紧跟时代步伐，城市的数字化水平较高，同时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创业水

平较高的聚集区域；同时，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在萍乡出现了空间异质性现象，形成了低—高聚类区域，主要是由于周边省市

创业水平低导致的。 

表 3 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指标选择   

Tab.3 Sel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entrepreneurship level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无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五大分区之间，还是长江中游的 31个地级市之间，创业水平差距显著。但总体来讲，长江中游城

市的创业活动开展的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且存在集聚特征，其中宜昌、武汉、南昌、长沙、株洲的创业水平最高，同时也带动

了邻近区域创业活动的开展。因此，本文提出设想，城市的创业水平会受到当地的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

方面的影响，下文将对这些影响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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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业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选取 

对创业水平空间差异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大多学者都关注了影响其空间分布差异的因素。本文实证评估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其数据来源于 2013—2021 年的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公报，基于长江中游城市自身特点和创业水平发展趋势，综合已有研究[29,30]以及众多经济社会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

将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类筛选，最终确定了经济水平、对外开放、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交通条件、信息水平和政府

支持度 8 个解释变量的指标（表 3）。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使数据的分布更加集中，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 

3.2 模型检验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创业水平高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存

在集聚效应（创业水平低的城市亦存在），即长江中游各城市的创业水平存在空间自相关的特征。在传统的计量模型（如 OLS）

中，并没有考虑空间因素，在自相关关系存在的情况下，该模型的结果会出现偏差。为了剔除空间自相关关系的影响，使实证分

析结果更稳健，在分析影响因素时应当考虑到空间效应（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差），因此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造成长江

中游各地级市创业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以便更好地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前文的分析只能针对长江中游各城市的创业水

平是否存在空间效应进行初步的判断，选取何种空间计量模型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综合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决策原则对两

个模型进行衡量，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LM lag、LM error和 Robust LM lag 的检验结果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 Robust 

LM error 的检验结果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空间计量方法是适用的，且对本文而言空间滞后模型相较于空间误差模型更合理。 

通常来讲，模型的拟合优度 R-squared、Log likelihood 值越大，则该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分析结果显示，空间滞后模型

的 R-squared 为 93.58%,Log likelihood 值为 11.98，相较其他模型数值更大，基于此初步推断空间滞后模型更能解释长江中游

城市各市创业水平的影响。为进一步确定模型的合理性，参考相关研究
[31]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了 Wald 检验以从 3 个常用的空间

计量模型中选择恰当的模型，结果见表 4。Wlad 检验的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空间杜宾模型能够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的检验值在

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空间杜宾模型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的检验值并不显著，无法拒绝原假设，这说明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更为

合理。上述分析表明，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存在空间的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效应不是由误差因素诱发的，而是由解释

变量来决定的。 

表 4 模型检验   

Tab.4 Model test 

 

3.3 描述性统计 

为了降低数据波动、减小误差，同时也使数据分布更为集中，将创业指数（CPE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末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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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储蓄存款（PFI）、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EDI）、专利授权数（PAT）、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ITI）的相关数据取对

数；然后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5）。根据表 5 可知，长江中游各地级市之间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本、经济水

平、金融资本以及信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他指标的变化则相对较小。 

表 5 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Tab.5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3.4 结果分析 

使用软件 Stata16，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来计算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以长江中游城市为研究对象，来构建空

间计量模型。由于区域环境的影响因素对创业水平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参考相关研究将相关变量滞后一年的设计
[32]

，自变量均选

用 2013—2020 年的数据（考虑疫情因素对期间年份进行删除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一样显著）。为方便对比，将普通回归模型

和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梳理，具体见表 6。 

由表 6 可知，长江中游各地级市 2019 年创业水平的空间相关系数ρ值为-0.098，系数数值为负，且 p<0.01，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空间相关性对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效应，邻近地区

之间创业水平会相互制约，可能是因为长江中游各地级市中，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地的人创业会选择比较邻近的经济较为

发达、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导致与该地区邻近的其他地区更加难以大幅度提高创业水平，而这种效应是造成城市间创业水平差

距的原因之一。 

表 6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能力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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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 P<0.10、P<0.05、P<0.01。表 8 同。 

以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作为衡量指标的人力资本、人均 GDP 表征的经济水平、对外开放、金融资本和体现数字化水平

的信息水平均对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是 0.156、0.040、0.217、0.342 和 0.078。人力

资本与创业活跃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知识水平的人才是激活创业的重要因素。对于长江中游各地级市而言，地区经济水

平的提高，会促进当地创业活动的落地实施。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创业者的吸引力越大，创业者通常会更倾向于在经

济发达的地区实施创业行为；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当一个城市经济发达时，城市内需扩大，创业机会也随之而来，

再加上城市基础建设较为完善，创业企业资源获取难度不大，因此企业发展更为顺利，从而提升该城市的创业水平。对外开放程

度对当地的创业水平存在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 0.217。对外的商业行为通常是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进行创新、互通、扩散的主

要途径，当地市场的开放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人们接触外界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知识技术，从而推动当地创业活动的开展，提高

创业水平。金融资本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系数是 0.342，表明在创业融资上居民可通过自有存款和其他方式进行融资，形成创业的

原始资本金。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展示信息水平，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078。信息传播水平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扩展潜在创业者的信息接触面，提升当地的创业能力，因此其回归系数为正，同时长江中游个别城市的创业者对知识、技术内化

能力较强，能够具体辨别所获取的相关信息正确性，因此对城市创业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技术资源、交通条件和政府支持对长江中游城市的创业水平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技术资源用专利授权数表示，与创业水

平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32。技术作为区域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当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对长江中游城市创业水平的影

响不明显，甚至存在负向作用。可能是由于长江中游城市原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平衡，各城市差距较大，存在许多落后的地

区，因此创业活动的开展，只有少部分是建立在地方技术的创新和支持上，对专利的开发和利用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绝大部分的

创业活动是农户自产自销搭建的电商店铺等一系列无需新技术支持的经营操作，过分复杂的专利反而制约了参与创业活动的开

展，限制了城市创业水平的提升。交通条件上，考虑到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的交通建设在 2008—2013 年期间已经将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得相对完善，故在研究时间区间内（2013 年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由于而公共预算支出是政府对财政资金的再分配，以

满足社会的各项需求，但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其预算支出中对创业活动支持的资金只占很少一部分，随着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创

业水平有所提升但其影响并不显著。 

4 稳健性检验 

虽然本文更多地是对不同因素的空间差异性进行探索，而作为城市和城市群的整体空间区域性差异亦有探索的必要性 3。作

为稳健性探索分析，选择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与泰尔指数等指标进行验证，分别对长江中游不同区域的城市创业聚集程

度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指数、泰尔指数三者变化趋势和波动情况基本一致，一致性都随着时间的演

化而呈下降趋势（表 7），表明不同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创业聚集度水平逐渐降低，城市创业水平聚集水平可能面临持续分化的

危险，与上文中对城市创业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结论保持一致。而在影响因素分析部分，采用不同的缩尾处理（表 8），

得到的研究结论与回归结果相一致。综上，可以认为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8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创业能力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稳健性检验   

Tab.8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obustness test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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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 2013—2021 年私营企业创业指数反映当地城市的创业水平，并通过对该期间各地级市创业水平空间差

异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总体来看，在研究期间内，长江中游城市的创业水平不断提高，且各地级市的创业

水平分布情况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低创业水平和高创业水平的城市之间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拉大，高创业水平的城市主

要聚集在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北地区城市群，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第二，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创业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

正相关关系，且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也就是说在长江中游各邻近城市之间的创业资源存在流动性，应该适当考虑空间相关性对

创业水平的影响。第三，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的人力资本、经济水平、对外开放、金融资本以及信息水平对城市的创业水平起到正

向的推动作用，表明人才、金融、开放性政策和数字化水平等对创业水平的激发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表 7 长江中游各地级市私营企业创业指数(CPEA)的空间基尼系数、郝芬达指数、泰尔指数   

Tab.7 Spatial Gini,Herfindahl and Theil index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index (CPEA)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5.2 研究贡献 

5.2.1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创业水平空间差异分布的相关研究[25,27]，加深了对城市创业水平发展规律的理解。国内对创业研究与地理

因素的联系研究较少，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归纳阶段，对创业水平在不同城市存在哪些分布规律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以我国

长江中游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创业水平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差异，完善了相关研究的适用情境和微观解释，并为中国城市创

业水平提供了新的切入点[11,14]。第二，选取 2013—2021 年长江中游 31 个地级市的宏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地理与创

业水平的复杂关系，从不同区域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创业活跃度的探索提供理论支撑
[33]

。第三，本文从理论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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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两方面充实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创业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数据涵盖长江中游城市群规划中的所有地级市，因而实证结论

更具说服力，为日后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提供了提供更加深入的理论支持。 

5.2.2 实践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提升城市创业水平有如下实践启示： 

第一，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加大对创业活动的扶持力度，例如提高公共预算支出中对创业活动投入资金

所占的比重、激励社会资本对创业活动提供支持、推进人才激励政策、加强对居民，特别是对科技人才的创业启发与相关企业培

育，鼓励并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带动更多高质量的就业。第二，长江中游城市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

主体应加强协同合作，实现价值共创。例如，高校应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协同创新，一方面可以依照企业需求对相关技术进行

改进和创新，也可推动校内各项专利产业化，实现科技成果到经济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高校作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智力

支持和人才输送对接的单位，其创新能力对区域创新水平有重要的影响，所输送的高水平人才能进入城市发展建设的创业活动

中。第三，要促进区域间资源流通，应当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以创业活动多主体互动的跨省域协同发展，在

统筹协调各城市创业资源的基础上，打通城市间交流渠道，加强创业资源的流动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欠发达的地

区，要弥补“数字鸿沟”实现多区域协同发展。第四，我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国内需求扩大，是一个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良机，应当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拉动经济增长，为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更

好的环境支持。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一方面，由于本文重点从创业活动指数这一指标出发，更多地是从城市的中观层面进行切入，考察了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

量，尚未对新创企业的创业效益和城市居民的创业幸福感等多维度的经济与非经济目标融合的问题进行深入实证探究。因而，未

来研究中，从新创企业存续、成长绩效、创业幸福感等方面，围绕空间分布差异对创业质量的影响进行持续跟踪，是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对于城市和城市群而言，它们属于不同层面的创业生态系统，本文虽在时间维度进行了多因素的比较，但

是创业生态系统内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创业水平在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尚未较好揭示，因此，在创业生态系统与

不同要素之间的桥配与协同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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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5246.html,2013-11-09. 

2(1)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江中游城市，属于城市层面，考虑研究对象的情境性，所研究的城市对象聚焦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规划中的 31 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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